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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关于
人工智能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
而在对人工智能的反思中，研究者
往往将人工智能视为一个外在于社
会关系的“智能体”进行哲学思考，
或将其认为只是提升生产力的工具
性存在。这种视角忽略了人工智能
作为一种技术的本质，其本质是一
种基于海量数据和复杂算法的“概
率计算模型”。这种“类人智能体”
的思考反映的是人工智能、现代资
本主义背景下，人的彷徨无措与人
对自身的再思考，但与人工智能本
身无关。因此，为了避免对人工智
能的研究落入“人类学想象”的窠
臼，对人工智能研究的“类人智能体
反思”进行分析、溯源成为必要。

一、对“类人智能体反思”的反
思

“类人智能体”是人工智能研究
中常见的“人类学想象”。在人工智
能哲学中，它通常体现为人工智能
的出现如何使人异化、技术异化、主
体性危机的议题；在与人工智能有

关的文艺作品中，它则体现为反乌
托邦题材的电影和小说，以及如《终
结者》《黑客帝国》等智能机器人奴
役人类、反抗人类的故事情节。这
种人类学想象与人工智能无关，而
与人们对“自我意识”（我思）相关。
它始终指向人对自身的困惑，反映
的是人们对自我意识议题的“失
语”。

第一，对自我意识的矛盾结构
的失语。正如维特根斯坦《逻辑哲
学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关于眼睛的
比喻，即眼睛从来不属于被看的现
实的一部分。关于人工智能的“类
人智能体”的人类学想象正是对这
一无法反视自身的结构性困境的逃
避。一方面，我只能思考我的内容，
而无法彻底地将思考着的这一个

“我”作为思考的对象。倘若这样的
思考是可能的，那也只是在对“他
者”的观察中进行的。这就是说，

“我（思）”总是无法逃出“我”的界
限。但是问题是“我”是如何形成
的。另一方面，为了弥补“‘我’的

界限”，“我”只能将他者比作“另一
个我”，同化他者构建共识，并形成

“共同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
但是在这里不存在他者及其他异
性，只有无限扩大的“自我意识”。
人工智能的“类人智能体”的人类学
想象正是在这一矛盾中生长。在这
种幻想中，人工智能被视为“另一个
我”，因此，它会被认为“产生”意
识，并附上“是否拥有如‘人权’那
样的‘机器人权’”的议题，进而产
生“人机共存”的议题。但这不过是
人逃避“自我意识”的矛盾结构的衍
生物而已。

第二，对自我意识中“主奴辩
证”的失语。自我意识总是以他者
的实在为前提才是可能的，这已经
被后结构主义的主体论反复提过许
多遍，如阿尔都塞的“质询主体”、拉
康的“镜像伪主体”。往前追溯还有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自我意
识的精湛分析。他们都指向一个事
实，即自我意识的构成是通过外在
的非我为前提实现的，并且会在自

我与非我斗争中不断确立新的自
我。然而，由于第一层面中自我逃
避自身有限性，转而将他者视为“另
一个我”，这种非我的东西也就被遮
蔽了。但是毕竟“另一个我”不是

“我”，它总会有不同的一面，甚至反
抗的一面。所以，自我必须时常扩
张自我的领地。他者的生存空间会
被挤压甚至消失，为此，他者便会奋
起反抗，如“类人智能体”人类学想
象的文艺作品中时常出现的叙事逻
辑：“人发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觉
醒 、人 工 智 能 反 抗 人 类 、两 者 共
存”。这不过是将人工智能视为“另
一个我”，以自我（意识）为中心思考
的结果罢了。那么，所谓人工智能
导致的各种异化和主体性危机，不
过是自我中心主义的无稽之谈。

二、人工智能研究的旨归
无论如何，人工智能研究中“类

人智能体”的人类学想象是与人类
切身相关的“存在论焦虑”。但是这
样的“情绪”是无法推进人工智能研
究的。实际上，人工智能作为技术

而言，人工智能与人同物的关系有
关，进而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有
关。而关于对人工智能的人类学想
象都不过是来自人对自身的矛盾结
构的失语与逃避。因此，为了重回
人工智能作为技术，基于海量数据
和复杂算法的“概率计算模型”这一
本质，要从历史唯物论重新审视人
工智能以调整人工智能研究中的人
类学想象。

历史唯物论不仅主张生产力决
定生产关系的生产模式论，还指出
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共产主
义。所以，在生产模式论的前提下
思考，人工智能便从作为“另一个
我”的“类人智能”重新成为“人工
智能”。它并不像人类孩子那般各
种生理机能会“自然而然地”成熟，
而是需要人的不断介入开发、调整、
研究。这与那种人类学想象是毫无
关联的。并且，历史唯物论还要求
研究者必须看到，人工智能与社会
的关系以及其中隐藏的“人与物”

“人与人”的关系。这是在说，人工
智能始终与人相关，但又不是“另一
个人”。

三、结语
对“类人智能体反思”的反思，

并非否定人类对技术的人文关怀，
而是呼吁将这份关怀从对“自我投
射”的焦虑，转向对技术与社会互动
的现实关切。唯有如此，人工智能
才能真正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
工具，而非承载人类存在论焦虑的
虚幻载体。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
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在数字时代，
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
地 。 近 年 来 ，生 成 式 人 工 智 能
（AIGC）凭借自动生成文字、图像、
音视频的能力，改变了信息生产传
播的方式，对社会思想观念的形成
与认同机制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方
面，AIGC为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
精度、效度和广度提供契机，如通过
算法推荐实现“精准滴灌”，通过智
能分析有效引导舆论。但另一方
面，AIGC的“深度伪造”技术、“信息
茧房”效应以及与资本逻辑深度捆
绑催生的异质价值渗透，也为主流
意识形态认同带来更深层次、更具
隐蔽性的挑战。这些挑战既冲击着
信息权威的信任基础，又割裂着社
会共识的价值内核，更侵蚀着情感
归属的心理防线。因此，系统研判
AIGC带来的风险，科学构建应对策
略，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
要求。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主流意
识形态认同的核心挑战

与传统互联网技术相比，AIGC
引发的挑战更为深刻，直接作用于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信任基础、价
值内核与情感认同三个核心环节。

（一）权威的“双重消解”：从精
准的虚假攻击到信息的结构性稀释

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建构，根
本上依赖于公众对信息来源权威性
的信任，这也是思想建设中始终强
调“巩固思想根基、凝聚社会共识”
的重要基础。然而，AIGC正从两个
层面系统性地侵蚀这一信任基石。
一方面，AIGC“深度伪造”能力提供
了低成本、高效率的虚假叙事工具，

使其得以通过制造“虚拟事实”来歪
曲历史、攻击政策，直接削弱主流意
识形态的公信力。而相较于这种目
的明确的“锐实力”攻击，AIGC在结
构层面带来的挑战则更为深远。在
资本逻辑下，AIGC技术被用于批量
生产低成本、高流量的泛娱乐化内
容，导致大量同质化、低质化信息充
斥网络空间，这不仅稀释了权威信
息的传播效能，更在一定程度上挤
占了主流思想舆论的传播阵地，对
新时代的思想引领工作提出了严峻
考验。

（二）算法“铸茧”：从共识割裂
到个体认知异化

凝聚社会最广泛的思想共识，
既是主流意识形态焕发生命力的关
键密码，更是涵养社会思想凝聚力
的核心源泉。AIGC 个性化推荐机
制在满足用户偏好的同时，却也构
筑了前所未有的坚固“信息茧房”，
从结构上侵蚀着社会认同的内核。
这首先阻碍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对话
与理解，继而在特定议题上催生非
理性的群体性认知极化。当社会共
识因群体极化出现裂痕，个体或会
弱化对主流权威的信任，转而将信
任投射到看似客观的技术之上，这
便为“数字拜物教”的滋生提供了土
壤。AIGC 强大的问题解决能力和
中立的数理表象，使其成为这种非
理性信赖的完美对象，让部分网民
陷入对技术的盲目崇拜，忽略其背
后潜藏的资本逻辑与价值操纵。个
体一旦将认知主体性让渡给算法，
便会逐渐丧失独立思考与价值判断
能力，进而动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
认同。

（三）情感规训：以“隐蔽渗透”
瓦解认同防线

在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的稳固构建，不仅依托于理性认知
层面所达成的价值共识，更扎根于
情感归属维度所形成的紧密联结。
在资本逻辑驱动下，AIGC平台偏好
生产推送娱乐化、刺激性内容，但客
观上也为消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
等异质意识形态巧妙“编码”、隐性
渗透提供了载体，使其在潜移默化
中扭曲用户的价值认知，从而削弱
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与情
感黏性。当这种基于文化内容的价
值渗透，升级为对个体情感关系的
直接建构时，一种更为精准深刻的
心理规训模式便随之出现。以“数
字伴侣”为代表，AIGC 生成的高情
感交互虚拟形象，通过与用户建立
深层情感连接，隐性地影响其认知
偏向，使其在情感依赖中更容易受
到异质意识形态的影响，最终或从
根源上异化其对主流价值的情感归
属。

二、“化智为治”：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多维治理路径

面对 AIGC 对主流意识形态认
同带来的挑战，简单的封锁和管制
已难以奏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依
法治理、技术创新、全民参与的系统
理念，坚持“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
管技术”为导向，探索“化智为治”的
现代化治理路径。

（一）坚持党的领导，强化价值
引领的顶层设计

党的领导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
的根本保证。把握 AIGC 发展的正
确政治方向，必须坚持党对网信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这一前沿技
术的发展划定明确的航道与红线。
而对宏观方向的把握，则需要通过
对技术内核的主动塑造来实现，这

就要求在国家层面加强对 AIGC 发
展的战略规划和伦理引导，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算法设
计、数据训练和模型开发的全过
程。由此，技术发展便不再仅仅是
追求效率的工具理性，更是承载着

“向上向善”价值目标的价值实践，
从而在源头上防范技术异化的风
险。

（二）完善法治体系，构建“负责
任的人工智能”规制框架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必
须让 AIGC 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
行。构建这一法治框架，其首要前
提是完善立法体系，需针对AIGC的
内容生成、数据隐私、算法责任等新
生问题，加快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
制定与完善，为有效监管提供坚实
的法律依据。其次，在坚实的立法
基础之上，需通过法律手段明确平
台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其建立覆
盖算法审核、内容管理、安全评估
等全流程的内部管控制度，使法律
条文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准则。
最后，平台责任的有效落实有赖于
对技术运行过程的透明化规制与
社会监督。为此，必须探索建立算
法备案、解释与问责的长效机制，
推动企业适度公开算法关键逻辑，
并通过建立公众参与的算法合规
评议机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等，保
障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最终构
建起负责任、可信赖的人工智能治
理体系。

（三）创新技术范式，筑牢“以技
术反技术”的智能防线

技术带来的挑战，终究需要依
托技术创新寻求破局之道。技术范
式的革新，应从防御与建构双重维
度展开系统性布局。就防御性规制

而言，针对“深度伪造”等技术滥用
带来的风险，需聚焦智能识别、溯源
与阻断技术的研发突破，通过技术
迭代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防御屏
障，形成对风险的前置性拦截与精
准化管控。从建构性赋能视角出
发，更需突破被动防御的局限，将
AIGC 的技术潜力转化为主流话语
传播的效能增量。这意味着要主动
运用AIGC技术，批量生产兼具思想
内涵与传播特质的主流文化产品，
契合新时代网民的接受习惯；同时
结合 VR/AR 等前沿技术打造沉浸
式红色教育与国情教育场景，使主
流意识形态内容在感染力、吸引力
与说服力的提升中实现更深度的传
播渗透。

（四）深化全民教育，提升社会
整体的数字免疫力

网络安全的维护离不开全社会
的协同参与，应对AIGC带来的技术
挑战，更需植根于全民素养的提
升。提升社会整体数字免疫力，核
心在于将数字素养与智能素养教育
全面融入国民教育体系，重点培育
公众对信息的批判性思维、事实核
查能力及算法偏见辨识能力。以此
为基础，还需将通识性的数字素养
升级为驾驭复杂舆论环境的网络政
治能力。通过系统性教育引导，推
动网民增强网络政治敏锐度与鉴别
力，在多元舆论场中站稳立场、明辨
是非。而个体素养向实践能力的转
化，需引导网民从被动的“信息消费
者”转向积极的“生态建设者”与“安
全守护者”，通过自觉抵制不良信息
侵蚀，将分散的个体力量凝聚为维
护清朗网络空间的集体行动，进而
汇聚成巩固意识形态安全的强大社
会合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挑战及其治理路径

探析人工智能研究中的“人类学想象”
——对“类人智能体反思”的反思


